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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取受汶川地震影响程度不同的 3 个地区(汉旺、攀枝花及北京)共 494 名被试, 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检验心理台风眼效应。结果发现, 三地民众在对余震的风险认知、风险行为倾向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心理台

风眼效应, 而状态焦虑却表现出相反的趋势, 同时发现处于灾难边缘地带的攀枝花民众表现出最为矛盾的心

理反应。最后对心理台风眼效应的情境条件和边缘带效应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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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measured the risk perception, risk behavior propensity, and anxiety state of 494 residents in 
Hanwang, Panzhihua, and Beijing, which were impacted to different extent by the 5.12 Wenchuan Earthquake. The 
results confirmed the hypothesis of a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in terms of risk perception of tremors and 
risk behavior propensity, but revealed a reversed effect with regard to state anxiety. In addition, residents from 
Panzhihua,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edge zone of earthquake tremors, showed the most conflicting psychological 
reactions. The final part discusses the situational factors for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and Edge Zone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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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2 日, 四川省汶川地区发生了 8.0
级特大地震, 造成巨大的伤亡和经济损失。据新华

社报道, 截至 2008 年 8 月 21 日 12 时, 汶川地震已

确认 69226 人遇难, 17923 人失踪, 374643 人受伤[1], 
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8451 亿元[2]。 

作为一种重大的灾难性突发危机事件, 地震具

有危机事件的共同特点[3]: 1) 突发性和紧急性：即

在公众没有任何心理防备的状况下发生, 地震由于

其成因的复杂性, 是一种难以提前预报的自然灾害, 
它的发生往往让人们措手不及; 2) 高度不确定性: 
即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开端, 经常无法用常规性规则

进行判断, 信息严重不充分、不及时、不全面, 并且

产生的影响没有经验性知识可供指导, 地震发生后

人们通常面临各种消息缺乏、应对乏力的局面, 环

境中充满了不确定性; 3) 影响的社会性: 即突发公

共事件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

产生严重威胁 , 其影响和涉及的主体具有社群性 , 
地震发生后, 人们会面临物资紧缺、无家可归的状

况, 而情绪也受到极大影响, 非常容易引发群体行

为[4]; 4) 非程序化决策: 即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必须

在有限的信息、资源和时间的条件下寻求“满意”

的处理方案, 汶川地震的发生造成房屋倒塌、多人

掩埋的局面, 这种救助和抢险工作对政府是个严峻

的考验。此外 , 汶川地震还具有影响范围广泛性、

影响持续性等特点, 并在震后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

注和全面播报, 进一步扩大了影响。因此,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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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探讨与汶川地震灾区距离不同的地域民众的心理

反应差异及规律, 具有现实意义。本研究将从风险

的角度来探讨与灾难相关的物理因素对风险认知的

影响, 并推广到情绪状态及风险行为倾向层面。 

1 心理台风眼效应 

在过去对公众风险认知的研究中发现了一个特

殊的地域差异现象, 即处于风险事件中心地带的民

众对风险事件的认知反而低于外围地区民众的风险

认知。例如 Maderthaner 等[5]发现, 住在核反应堆附

近的居民比离得较远的居民对核反应堆的风险评价

更低。Melber 等[6]也发现, 在核设施临近地区的民

众对核设施安全性的评价比一般公众要高。Lima[7]

通过一个 5 年的纵向研究来考察居住地距离垃圾焚

化炉的远近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结果发现, 距离焚

化炉越近的民众有更高的风险认知, 且对焚化炉持

更不支持的态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被试

会出现习惯化的反应, 即风险认知会降低。国内研

究者对非典时期公众的风险认知的研究也有类似发

现 , 时勘等 [8]发现 , 非典高峰时段民众的风险认知

水平与心理紧张度比低峰时段更低, 谢晓非等[9−10]

发现疫区的被试比非疫区的被试焦虑水平更低, 身

处隔离区的被试比外围隔离区的被试焦虑水平更

低, 外围隔离区的被试比非隔离区的疫区被试焦虑

水平更低。 
梁哲等[11]根据此现象提出风险事件的“心理台

风眼效应”(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概念, 用台风

中心地区由于离心力的作用使得空气难以进入的现

象来描述危机事件发生后民众的心理状态。在时间

上, 距离高风险时段越近, 心理越平静; 在空间上, 
距离高风险地点越近, 心理越平静。 

对于这种现象, 过去的研究者主要给出了以下

3 种解释。 
1) 认知失调理论。根据 Festinger[12]的认知失调

理论 , 研究者认为当人们处于风险事件影响中时 , 
改变对潜在风险情景的信念和态度比改变自己的位

置处所更加容易。例如住在离核电站很近的居民和

处于非典疫区的居民会体验到以下认知失调: 认知

元素 1 (居住在核电站附近或处在非典疫区)与认知

元素 2 (核电站不安全或非典可怕)发生冲突, 认知

元素 1 是难以改变的, 于是只有改变认知元素 2 (核
电站不安全或非典可怕)为“核电站安全或非典不值

得担心”。  

2) 单纯暴露效应。Maderthaner 等[5]用单纯暴露

效应来解释此现象, 认为多次经历可能会产生熟悉

化和习惯化过程, 从而降低对风险认知。 
3) 知识体验和经验说。Kasperson 等[13]认为直

接经历灾难可以提供灾难本质、强度及应对灾难方

法的反馈, 从而增强避免灾难的能力, 也降低人们

的风险认知。谢晓非等 [10]对非典中疫区与非疫区 
民众心理反应差异的研究也认为 , 疫区人们因为

经历了解到更多应对非典的知识 , 从而降低了风

险认知。 
过去基于风险事件考察地域影响的研究主要涉

及科技风险事件、公共卫生事件和环境风险事件 ,  
而此次汶川地震作为一种有致命危害的灾难性自然

灾害, 且具有很高的新闻曝光度, 是否也会表现台

风眼效应的地域差异模式呢？这是本研究重点考察

的问题之一。 

2 情绪与行为反应 

以往发现的心理台风眼效应主要基于风险认知

变量。而除了风险认知, 风险沟通中更关注人们的

行为[14], 因为这是对人们应对风险事件更为直观的

反映, 更能体现风险沟通的效果。而情绪的指标则

可以更直观反映出风险应对的效果。 
在以往关于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关系的研究

中 , 发 现 风 险 认 知 与 风 险 行 为 之 间 的 负 相 关 关   
系[15]。而在一些灾难情境中, 研究者却发现了不一

致的结论, 例如 Houts 等[16]针对三里岛事件的研究

发现人们对风险事件的严重性与易感性知觉与撤离

行为有显著正相关 , Riad 等 [17]针对美国 Hugo 和

Andrew 飓风的研究也发现人们对飓风的风险认知

与撤离行为有正相关关系。但 Perry 等[18]却发现人

们对地震、火山爆发及野外火灾 3 种自然灾难的风

险认知并不能显著预测行为, 例如制订家庭撤离计

划及购买灾难保险。本研究也将选取撤离意愿与购

买保险意愿两个指标来探讨地震后人们的风险行为

倾向。 
除认知与行为外,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

始关注情绪对风险认知与决策的影响 ,  Fischhoff 
等[19]和 Slovic[20]认为公众对风险的知觉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人们所体验到的情绪的影响, 他们提出的心

理测量范式将风险认知分为未知维度与担忧维度 , 
而担忧维度则很大程度上与情感体验密切相关。但

是以往研究主要针对一般风险事件, 很少直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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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灾难后的人们的特定情绪与风险认知和行为的

关系。灾难之后, 人们通常会表现出较强的情绪反

应, 比如恐惧、抑郁、焦虑等[21]。本研究的被试经

历了汶川地震, 也有很强的情绪体验。因而本研究

希望在特定的灾难情境下, 进一步探讨人们的焦虑

情绪与风险认知、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 同时比较

不同程度受到地震影响的地区的民众在情绪状态上

的差异规律, 以检验“心理台风眼效应”是否也能

推广到情绪层面。 
总的来说, 本研究首先要探讨在汶川地震情境

中, 距离震中远近不同的地区的人们对余震的风险

认知是否表现出心理台风眼效应(图1 中 A 路径), 继

而探讨心理台风眼效应是否可以在风险行为倾向与

焦虑情绪方面得到验证(图1 中 B 路径), 同时分析影

响心理台风眼效应出现与否的被试特点及地震风险

特点因素(图 1 中 C 路径)。 
为了更加深入地探讨台风眼效应是否适用于更

大的物理范围, 我们特选取了 3 个地区：一是四川

省绵竹市汉旺镇, 距离震中仅 78 公里, 位于地震断

裂带上 , 地震中遭到毁灭性打击 , 房屋全部受损 , 
全镇被迫迁移, 在灾区划分中属于极重灾区; 二是

四川省攀枝花市, 距离震中 500 余公里, 虽然民众

感受到地震的发生, 但是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较

小; 三是北京市郊区, 距离震中 1500 余公里, 几乎

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 属于非灾区。 

3 方法 
3.1 被试 

研究者在 2008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期间同

时在汶川地震的极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的某汽轮机

厂、地震波及地区攀枝花市某钢铁公司以及未受地

震影响的北京市某石化公司取得样本, 样本的发放

回收率以及样本的组成比例情况见表 1。其中三地

样本的回收率均达到 90%以上, 问卷有效率也达到

90%以上。三地民众的亲友遇难情况 , 汉旺地区

41.2%的被试有亲友遇难, 攀枝花只有 2 名被试有

亲友遇难, 与各地受灾严重程度比较匹配。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测量的方式。 
受灾严重程度：在极重灾区汉旺和灾情波及地

区攀枝花采用自编条目 4 条, 前 3 条考察经济变化

情况, 包括房屋受损情况、财产损失情况以及总体

经济水平变化情况, 均为 7 点评分, 内部一致性系

数 α=0.72。另外 1 条是了解被试是否有亲友遇难, 
如果是则填写遇难亲人和朋友的人数。 

被试受灾难影响的程度：在非灾区北京施测 , 
自编 2 条目, 询问被试是否有亲人遭受灾难, 以及

被试是否曾经在灾区生活或工作过, 以及年限。 
风险特征维度：取自谢晓非等[10]非典研究中的

条目, 将条目中的事件名称由“非典”改为“地震”, 
共 10 条目, 包括地震是否令人担忧、影响延迟或迅

速、影响不致命或致命, 对社会是否可以控制、对

个人是否可以避免, 发生可能性等, 均为 7 点评分, 
α=0.80, 因素分析分为两个维度, 维度 1 为忧虑维

度, 反映了地震危害严重性, 共 6 个条目; 维度 2 为

可控维度, 共 4 个条目, 反映地震的不可控制和不

可预测性, 两个维度分别解释了 29.05%和 20.31% 
的方差。 

图 1  汶川地震中的心理台风眼效应研究 
Fig. 1  Research of psychological typhoon eye effect in 

Wenchuan earthquake 

表 1  三地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Table 1  Description of Samples in Three Areas 

各职业人数(比例) 
地区 

回收/发放 
问卷份数 

有效问卷 
份数 技术员 管理人员 普通工人 

性别 
男/女 

年龄 
均值(标准差) 

汉旺 174/190 165 70(42.4%) 55(33.3%) 30(18.2%) 105/59 29.17(6.93) 

攀枝花 160/160 154 43(27.9%) 86(55.8%) 20(13.0%) 93/61 35.22(7.21) 

北京 160/160 155 76(49.0%) 46(29.7%) 29(18.7%) 84/69  32.7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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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余震的总体风险认知：根据风险的经典定  
义[22]自编 2 条目, 让被试评估在地震灾区再次发生

破坏性余震的可能性及余震持续发生的后果严重

性, 均为 7 点评分, α=0.73。 
风险行为倾向: 根据 Perry 等[18]的研究, 我们

选取其中的撤离行为倾向与购买保险行为倾向这两

个变量, 询问被试是否愿意离开灾区以及是否愿意

购买更多的人身财产保险, 7 点评分, 两条目分别 
分析。 

公民意愿 : 取自谢晓非等 [10]非典研究中的条

目, 共 5 个条目, 询问被试是否愿意为抗震救灾做

一些志愿工作、是否赞同为灾区人民提供优惠条件、

是否愿意配合政府的抗震救灾工作等, 7 点评分, 内

部一致性系数 α=0.91。   
生活受干扰程度: 取自谢晓非等[10]非典研究中

的条目, 将条目中的事件名称由“非典”改为“地

震”, 共 7 个条目, 其中 4 个正向条目, 针对地震情

景询问被试生活是否受到干扰, 是否时常感到有地

震的迹象等, 3 个反向条目询问被试是否认为地震

并不可怕, 生活是否已经恢复过来等, 均为 7 点评分。

经过分析发现 3 个反向条目的题总相关太低, 故剔

除, 余下 4 个正向条目,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α=0.72。 
以上 3 个问卷在三地均采用相同条目施测, 但

因为北京地区并未受灾, 则让北京地区让被试想象

如果自己身在汶川地震灾区会如何反应。 
状态焦虑: 使用 Spielberger 等[23]编制的“状态

-特质焦虑问卷”的中文修订版[24], 共 20 个条目, 其

中 10 个反向条目, 让被试对当前的情绪状态进行 4
点评分, 内部一致性系数 α=0.86。 

3.3 实验程序 
所有被试按照自愿原则填写问卷, 用时约 10 分

钟, 填写完毕后, 被试获得北京大学纪念品一份。 

4 结果 

结果采用 SPSS 11.5 数据分析软件进行分析, 
首先将考察因变量的地区差异, 此后分别采用协方

差分析及回归方程分析造成地区差异的原因。 
4.1 检验心理台风眼效应 

对三地民众在对余震的风险认知、撤离行为倾

向、购买保险行为倾向以及焦虑情绪进行单因素方

差分析, 结果如图 1 所示。 
1)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对三地民众对余震的风

险认知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发现三地民众对余震

的风险认知有显著差异 , F(2, 471) = 3.47, p<0.05。

Turkey HSD 事后检验发现, 北京民众对余震的风险

认知(M=9.97, SD=2.68)显著高于攀枝花民众的风

险认知(M=9.18, SD=3.10), p<0.05, 汉旺地区民众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M=9.41, SD=2.30)与其他两个

地区民众的风险认知均无显著差异, 统计分析结果

见图 2(a)。 
2) 撤离行为倾向：对三地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 结果发现三地民众的撤离行为倾向存在显著

差异, F(2, 469)= 24.81, p<0.001。Turkey HSD 事后

检验发现北京民众的撤离意愿(M=4.10, SD=1.79)
与攀枝花民众的撤离意愿(M=3.82, SD=1.91)均显

著高于汉旺民众的撤离意愿(M=2.74, SD=1.79), 显

著性水平均为 p<0.001, 而北京民众与攀枝花民众

的 撤 离 意 愿 没 有 显 著 差 异 , 统 计 分 析 结 果 见 图

2(b)。 
3) 购买保险行为倾向：对三地数据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 结果发现三地民众购买保险行为倾向存

在显著差异, F(2, 469) = 4.71, p<0.01。Turkey HSD
事后检验发现汉旺民众的购买保险意愿 (M=3.55, 
SD=1.71) 显 著 低 于 攀 枝 花 民 众 的 购 买 保 险 意 愿

(M=4.12, SD=1.72), p<0.01, 而北京民众的购买保

险意愿(M=3.69, SD=1.69)与其他两地民众的购买

保险意愿之间均无显著差异 , 统计分析结果见图

2(c)。 
4) 状态焦虑：对三地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

析 , 结果发现三地民众的焦虑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 
F(2, 447)=10.87, p<0.001。Turkey HSD 事后检验发

现, 汉旺民众的焦虑水平(M=46.75, SD=9.17)与攀

枝花民众的焦虑水平(M=45.38, SD=9.18)均显著高

于北京民众的焦虑水平(M=41.96, SD=8.96), 显著

性水平分别为 p<0.001 和 p<0.01, 而汉旺民众与攀

枝花民众的焦虑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统计分析结果

见图 2(d)。 

4.2 风险认知、状态焦虑的地区差异的单变

量检验 
由 4.1 节的结果可以看到, 3 个地区民众的风险

认知及状态焦虑并没有严格地表现出心理台风眼效

应, 我们推测是由于其他变量干扰了这一结果。由

于心理台风眼效应主要考察灾难中心区域与外周区

域的差异, 因此我们主要比较汉旺与攀枝花地区、

汉旺与北京地区的差异。在进行汉旺与攀枝花的地

区比较时, 我们将控制受灾严重程度、知觉到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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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受干扰程度、地震风险的可控维度与担忧维度后

采用单变量检验的方法, 而在比较汉旺与北京地区

的差异时, 由于北京地区未测量受灾严重程度, 故

将其从控制变量中去掉。 
分析结果发现,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 汉旺与攀

枝花民众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 表现在攀枝花民众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估计值(M=9.90, SE=0.24)显著

高 于 汉 旺 地 区 民 众 的 估 计 值 (M=8.70, SE=0.24), 
F(1, 278)=9.59, p<0.01, η2 =0.03。控制变量中生活

受干扰程度有显著影响, F(1, 278)=16.69, p<0.001, 

η2 =0.06; 地震风险的可控维度有显著影响 , F(1, 
278)=10.15, p<0.01, η2 =0.04; 地震风险的担忧维度

有显著影响, F(1, 278)=23.71, p<0.001, η2 =0.08。汉

旺与北京的地区差异显著, 表现在北京民众对余震

的风险认知估计值(M=10.45, SE =0.22)显著高于汉

旺 地 区 民 众 的 估 计 值 (M=8.91, SE =0.21), F(1, 
289)=21.29, p<0.001, η2 =0.07, 控制变量中生活受

干扰程度有显著影响, F(1, 289)=19.23, p<0.001, η2 
=0.06; 对 地 震 风 险 的 担 忧 维 度 知 觉 有 显 著 影 响 , 
F(1, 289)=19.02, p<0.001, η2 =0.06。 

状态焦虑方面, 攀枝花民众的状态焦虑估计值

(M=47.22, SE=0.89)与汉旺民众的估计值(M=44.54, 
SE=0.89)之间无显著差异, F(1, 267)=3.46, p>0.05, 
η2 =0.01。控制变量中生活受干扰程度有显著影响, 
F(1, 267)=38.14, p<0.001, η2 =0.13, 生活受干扰程

度越高, 体验到的焦虑程度越高。汉旺民众对状态

焦虑的估计值(M=44.66, SE =0.81)与北京民众状态

焦虑的估计值(M=43.94, SE =0.84)的差异不显著, 
F(1, 272)=0.32, p>0.05, η2 =0.001, 控制变量中生活

受干扰程度有显著影响, F(1, 272)=15.32, p<0.001, 
η2 =0.05; 对地震风险的可控维度知觉有显著影响, 
F(1, 272)=4.37, p<0.05, η2 =0.02。 

将未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和控制其他变量时, 汉

旺与攀枝花、汉旺与北京民众对余震的风险认知及

状态焦虑估计值进行比较, 见图 3 和 4。由图可以看

出, 当对背景变量及人们知觉到的生活受干扰程度

等变量进行控制后,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表现出“心

理台风眼效应”, 而在状态焦虑方面, 汉旺与北京地

区的差异消失。   

4.3 风险行为倾向的回归分析 
对表现出心理台风眼效应的风险行为倾向变

量, 分别以总体及 3 个地区为样本, 以撤离行为倾

向与购买保险倾向为因变量进行分层回归, 其中第

一层放入性别和年龄两个人口学变量, 第二层放入

受灾严重程度(仅限于汉旺与攀枝花地区)、风险特

征维度的可控维度、忧虑维度、生活受干扰程度、 对

余震的风险认知以及状态焦虑, 结果见表 2。 
根据回归结果, 无论因变量为撤离行为倾向或

购买保险行为倾向, 在总体回归方程模型以及分地

区的回归分析, 第一层控制变量的回归方程都不显

著, 因此下面仅报告第二层回归方程的结果。 

4.3.1  撤离行为倾向 

总体回归方程模型显著, F(7, 403)=3.92, p< 0.001,

图 2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a)、撤离行为倾向(b)、购买保险

行为倾向(c)和焦虑状态(d)的地区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risk percetion to tremor (a), evacuate

behavior propensity (b), insurance buying propensity
(c), and anxiety state (d) in differ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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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风险行为倾向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β)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e factors on risk behavior propensity(β) 

变量 总体样本 汉旺 攀枝花 北京 
第一层：性别 1.42 0.16 −0.02 −0.05 
年龄 0.83 0.08 −0.05 −0.17 
F 1.33 2.34 0.12 2.07 
第二层：受灾严重程度 — −0.22* 0.07 — 
生活受干扰程度 0.06 0.05 0.42*** 0.10 
可控维度 −0.12* −0.07 0.04 0.10 
担忧维度 0.12* 0.10 0.14 0.05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 0.12* 0.18 −0.16 0.16 
状态焦虑 0.1 0.20* 0.02 0.10 
F 3.92*** 3.13** 4.00*** 2.47* 

因变量：撤离行为倾向 

ΔR2 0.06*** 0.13** 0.21*** 0.09* 
第一层：性别 −0.03 −0.08 −0.01 −0.02 
年龄 0.03 −0.01 −0.06 −0.08 
F 0.38 0.41 0.16 0.49 
第二层：受灾严重程度 — −0.22*  −0.14 — 
生活受干扰程度 0.21*** 0.28** 0.37** 0.23* 
可控维度 −0.10 −0.10 −0.10 −0.01 
担忧维度 0.08 0.06 0.05 0.02 
对余震的风险认知 −0.01 −0.11 0.14 −0.08 
状态焦虑 0.05 0.11 −0.03 0.03 
F 3.53** 2.58* 2.95** 1.11 

因变量：购买保险行为倾向 

ΔR2 0.06*** 0.13** 0.16** 0.05 
注：* p<0.05, **

 p<0.01, ***
 p<0.001。 

 

图 3  汉旺与攀枝花民众(a)和汉旺与北京民众(b)对余震的

风险认知的比较 
Fig. 3  Comparison of risk perception to tremor in Hanwang 

vs Panzhihua (a) and Hanwang vs Beijing (b) 

图 4  汉旺与攀枝花民众(a)和汉旺与北京民众(b)的状态焦

虑的比较 
Fig. 4  Comparison of anxiety state in Hanwang vs Panzhihua

(a) and Hanwang vs Beijing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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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6.4%, 其中撤离行为倾向与地震风险的担忧维

度及对余震的风险认知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 与地

震风险的可控维度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分地区回

归 中 , 汉 旺 地 区 回 归 方 程 显 著 , F(8, 127)=3.13,  
p<0.01, R2=16.5%, 其中焦虑对撤离行为倾向有显

著的正性预测作用, 受灾严重程度有显著的负性预

测作用; 攀枝花地区回归方程显著, F(8, 122)=4.00,  
p<0.001, R2=20.8%, 其中, 生活受干扰程度有显著

的 正 性 预 测 作 用 ; 北 京 地 区 回 归 方 程 显 著 , F(7, 
125)=2.47, p<0.05, R2=12.2%。 
4.3.2 购买保险行为倾向 

总 体 样 本 回 归 方 程 显 著 , F(7, 403)=3.54, 
p<0.01, R2 =5.8%, 生活受干扰程度有显著的正性预

测作用。分地区回归中 , 汉旺地区回归方程显著 , 
F(8, 126)=2.58, p<0.05, R2 =14.1%, 其中生活受干

扰程度有显著的正性预测作用, 而受灾严重程度有

显著的负性预测作用 ; 攀枝花地区回归方程显著 , 
F(8, 122)=2.95, p<0.01, R2 =16.2%, 其中生活受干

扰程度有显著的正性预测作用; 北京地区整体回归

方程不显著, F(7, 126)=1.11, p>0.05, R2 =5.8%, 但

生活受干扰程度有显著的正性预测作用。 

5 讨论 
5.1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情境条件 

本研究在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倾向两个方面 , 
部分验证了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存在。具体表现在攀

枝花民众知觉到的余震风险显著低于北京民众知觉

到的余震风险。而汉旺民众的撤离意愿同时低于攀

枝花民众和北京民众的撤离意愿, 且汉旺民众的购

买灾难保险的意愿也明显低于攀枝花民众购买保险

的意愿。这些结果可以根据认知失调理论[12]、单纯

暴露效应[5]或知识体验及经验说[13]得到解释, 也体

现出公共风险事件的涟漪效应, 风险事件经过媒体

宣传或是其他非正式途径会扩大其影响, 波及非灾

难中心区的人们[13,20]。然而, 本研究在风险认知方

面, 却没有发现受灾地区汉旺与未受灾的另外两个

地区之间的台风眼效应, 且在焦虑情绪上, 更是发

现了与心理台风眼效应相反的趋势。该结果说明心

理台风眼效应的出现依赖一定的情境条件, 下面我

们结合被试特点、心理变量的类别以及汶川地震的

特点来探讨。 
1) 心理台风眼效应会受到当事人与旁观者的

身份影响 , 即人们是否亲历风险事件的严重后果。

以往对台风眼效应的研究大多数基于还未出现严重

后果的风险事件, 如核电站、垃圾焚化炉等[6−7], 这

些事件存在潜在的致命危害性, 但是并没有真实发

生。在本研究者在非典的研究中[9−10]虽然针对已经

发生严重后果的事件, 但是研究被试却并非罹患非

典的群体。但在本研究中, 汉旺被试作为灾难的当

事人, 亲身经历了最严重的生命威胁, 且遭受巨大

财产损失, 40%的人还面临亲友遇难。攀枝花被试与

北京被试则分别属于较近和较远的旁观者。过去研

究中发现当事人与旁观者会存在认知偏差, 来源于

信息可得性的差异和信息加工方式的差异[25]。从信

息可得性看, 汉旺被试不仅持续获得关于余震和未

来生活安置的信息, 也充满对余震、财产和未来生

活着落的强烈的担忧, 北京被试只能通过媒体了解

灾区民众的外在生活却不能体察内心感受, 攀枝花

被试作为较近的旁观者, 则比北京被试更了解灾区

民众的生活状态与内心感受。从信息加工方式来看, 
汉旺被试更多关注灾情及生活情况的变化, 北京被

试则主要从媒体了解到灾区民众的正面消息, 因此

知觉更低的焦虑感。 
2)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出现与心理变量的类别

及不同心理变量依赖的加工方式有关。Pronin 等[26]

提出人们在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过程中存在“内省错

觉”的现象  , 比如个体通过检查内在的想法、情感、

意愿等“内省”的方式来评价自己, 而通过外部可

观察到的行为来判断他人。我们认为对不同心理体

验的评价过程也依赖不同的加工方式。对余震风险

认知的判断主要依靠外部信息, 如统计数据、环境

线索等 , 汉旺被试可以了解最为全面的各种信息 , 
其次是攀枝花被试, 北京被试得到的信息最少且多

受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 因而对余震的风险认知最

高。焦虑情绪属于内部信息, 汉旺被试有最为强烈

的情绪感受, 其次是攀枝花被试, 而北京被试则很

设身处地地体会到灾区民众的焦虑感。  
3) 心理台风眼效应的出现与风险事件的性质、

强度以及人们的心理承受阈限有关。以往关于心理

台风眼效应的研究选取事件多是可控且容易对情绪

进行干预的事件。但汶川地震是一次影响范围极广

且危害极严重的灾难性事件, 第一, 地震的发生让

人们手足无措, 汉旺被试往往用“绝望”来形容地

震的感受, 说明地震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全感与不可

控感; 第二 , 地震的破坏十分严重 , 汉旺被试的房

屋在地震中悉数被毁, 有 41.2%的被试面临亲友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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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 第三 , 地震危害具有持续性 , 此次汶川地震是

典型的主震余震型地震, 强烈主震之后出现了多次

较强余震且持续时间很长[27], 这就使得受灾者持续

面临不确定情景和生存威胁。以往研究发现危机事

件会使个体经历不同的情绪困扰, 比如悲痛、内疚、

愤怒、焦虑等[21,28]。重大灾难强烈影响个体的安全

感及信念, 例如美国 9·11 恐怖袭击之后, 63%的美

国人报告安全感受到很大影响, 且 11.47%的人在事

件发生 6 个月后依然感觉不安全[29], 本研究组以汶

川地震为背景的另一个研究[30]也发现此地震大大降

低了遭受损失或亲友遇难的人们的公正世界信念 , 
继而影响到心理健康。此次汶川地震造成的后果大

大超过人们的心理承受阈限, 给灾区人民带来强烈

的心理冲击, 难以用理性控制, 因此会反映在情绪

层面。 
根据前面的分析, 我们认为心理台风眼效应是

发生在旁观风险事件的人们身上, 表现出心理反应

随着与风险事件中心的距离减少而减弱的规律, 且

更多针对后果可控、在人们心理承受范围以内的事

件, 也更多体现在认知或行为等依靠外部线索进行

评估的心理变量上。当人们已经亲历事件严重后果

且危害持续存在时 ,  并不会表现出最平静的心理 
反应。 

5.2 灾难的边缘带效应 
本研究发现, 虽然未受到地震的强烈影响, 但

位于中间地带的攀枝花地区的民众, 表现出了最为

矛盾的心理反应。由研究结果看, 攀枝花地区的民

众对余震的风险认知最低, 但焦虑程度却与汉旺民

众没有差别, 且比汉旺民众更愿意撤离和购买应对

灾难的保险, 表现出更积极的应对意愿。为什么幸

运躲过灾难的攀枝花人们, 却表现出如此矛盾的心

理反应呢？  
这个现象我们可以借鉴 Tversky 等[31]在幸福感

的研究中提出的禀赋 (endowment)与对比 (contrast)
两种效应来解释。Tversky 等认为人们经历的某种 

情感事件(正性或者负性)对此后幸福感评价的影响

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禀赋”, 即事件本身所

包含的快乐或者痛苦会直接影响到当前的幸福感 , 

比如坏消息降低幸福感; 二是“对比”, 即先前事件

会通过影响人们对当前事件的评价而间接影响幸福

感, 比如先前不好的经历却会让个体更能接受后来

的不好经历。禀赋效应与对比效应的强弱取决于不

同的因素 , 前者主要取决于事件的性质与强度 , 
后者主要取决于当前事件与随后事件的相似性与

相关性, 并且人们的感受不仅受到基于过去经历的

禀赋或对比效应的影响, 同样受到对将来的预期的

禀赋或对比效应的影响。根据这个理论, 首先从过

去的经历来看, 汉旺被试过去的负性经历引起了

强烈的负性感受 , 这种禀赋效应使得他们处于焦

虑之中, 但是由于当前面临的余震威胁与之前经历

主震的情境相关, 也会产生对比效应, 使其更能承

受将来的不幸。攀枝花被试先前经历了地震却躲过

了危害, 但却依然处于余震威胁当中, 因而先前幸

运的逃脱会产生对比效应, 使其处于较高的焦虑之

中, 从而更愿意采取保护性行为。对北京被试来说, 

地震只是其见闻中一段沉痛的插曲, 并未受到直接

影响也并不处于威胁之中, 因而禀赋与对比效应都

弱。从预期的角度来讲, 汉旺被试的损失已经存在, 

其内心恐惧和焦虑的结果已然发生, 且当前居住在

安全的板房内, 对将来的灾难更能抵御和防范, 对

未来更为乐观, 类似于“触底反弹”。攀枝花被试虽

未遭受损失, 但由于余震威胁仍在, 记忆中对地震

的焦虑和恐惧并没有因为幸运躲过而停止, 所以他

们会持续体验到恐惧和焦虑。由本研究结果也可以

看到, 对那些虽没有遭受灾难损失但距离灾难很近

的人们来说, 灾难带来的负性感受的禀赋效应依然

强烈, 而对那些已经经历灾难损失的人们, 禀赋效

应与对比效应同时起作用, 从而出现情绪与行为的

分离。本研究提示在灾难发生之后, 除了对直接受

灾者给予援助外, 也要重视对灾难边缘地区的人们

的心理抚慰。 

6 结论 

本研究在风险认知及风险行为倾向两个方面验

证了心理台风眼效应, 但在状态焦虑方面并没有发

现台风眼效应, 根据地震的情境与心理台风眼效应

所依赖的条件, 我们认为心理台风眼效应是否出现

与民众是否亲历风险后果、风险事件的强度与性质、

人的心理承受阈限及心理变量的特征有关。本研究

的另一个发现揭示出, 处于灾难边缘地带(感受灾难

但并未遭受损失的地区)的人们有着更加强烈和矛

盾的心理反应, 这一结果值得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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